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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
①

祝总斌

【提要】  本文认为八股文取士 , 是十九世纪末以前最符合明清王朝选拔

统治人才需要的制度 : (1 ) 考试主要为儒家经义 , 辅之以论、策等 , 可从

广大士人 , 特别是望族世家子弟中选拔出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。其中一部

分人成为官员 , 经过历练 , 基本上能胜任主要仅为税收和判案的统治事

务 , 以稳定社会秩序 , 维护国家统一。这是主流。(2 ) 此制运行中出现的

严重流弊 , 癨是支流。它主要源於士人癰进心理 , 不应归罪於制度本身 ,

更与立法意图无关。王朝不断�+取措施力图防止这些流弊 , 癨因“上有政

策 , 下有对策”而无法根治。但这�<不妨碍对制度的基本肯定。

如所盷知 , 通过考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 , 明代正式形成 , 一直沿用至清

末。这一制度对古代王朝统治的巩固和社会经济、文化的发展 , 究竟起的是推

动作用 , 还是阻碍作用 ? 今人看法 , 几乎都是後者。其实这是不公正的。关於

这一制度在提高整个明清社会文明程度上的作用 , 我已有专文论述①。本文再

从立法意图、制度利弊和直接作用等更主要的方面 , 来认识和评价这一制度。

一

要正确认识、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 , 关键在於历史地把握这一制度 , 探讨

它在明清几百年中 , 在总体上究竟是否选拔出了具备不同程度政治、文化素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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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统治人才 , 充任各级官员 , 治理国家 , 在一定历史时期 , 保持社会稳定 , 巩

固大一统王朝。我以为 , 如果不存先入为主之见 , 而正确、全面理解明清有关

史料和论述 , 如顾炎武的“八股之害等於焚书”,“败坏人才有甚於咸阳之郊所

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”等② , 便得承认 , �管这一制度本身先天存在缺陷

(如仅限於书面考试 , 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才� , 特别是品德。详见下文论述 ) ,

後来流弊又很严重 , 但在十九世纪西方民主、科学大量传入前的历史条件下 ,

总体上看 , 仍然优点突出 , 作用明显 , 是历史上任何制度所无法比拟的。明何

良俊虽曾痛斥八股文取士之流弊如“读旧文字”等 , 但仍说 :“愚以为自汉以

後 , 取士之科 , 莫善於此。”③清王先谦也说 : “制艺取士 , 前古莫尚之良法

也。”④这种评价 , 大体不错。

按八股文取士之制 , 其答题要求有三点 : 经义 , 代圣贤立言 , 八股对

仗⑤。三点之中 , 经义是实质内容 , 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 , 八股对仗

是阐述经义的文体 , 故其核心仍是宋代以来科举所考之经义⑥。所以下面首先

就“经义”展开对本文基本观点的论证 :

宋代科举考经义 , 直到明清重 《四书》 义 , 有一长期演变过程。

大家知道 , 汉武帝独尊儒术 , 历代踵事增华 , 儒家经学除在魏晋南北朝某

些时期略受玄学、佛学�击外 , 一直�<越来越受各王朝推崇。至唐代 , 更由国

家出面撰定�<颁�.《五经正义》 於天下 , 自唐至宋 , 科举取士皆遵此本 , 儒家

经学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⑦。其所以如此 , 是因为经过反复摸索和实践 , 历代

统治者深知 , 儒家经典适合中国古代社会特点 , 奉它为指导思想 , �<用以培

养、选拔人材 , 十分有利於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。正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 所

说 , 儒家经典是“先圣所以明天道 , 正人伦 , 致至治之成法也”。《後汉书·儒

林传论》 则说 , 宣传儒家经典可使“人识君臣、父子之纲 , 家知违邪归正之

路”。宋人亦说它能体现“治国治人之道” (�仲淹语 )⑧。

然而发展到北宋 , 科举制度包括试经的方法却越来越不适合统治的需要。

因为当时明经科考试癨重死记硬背 , 主要以帖经、墨义取士⑨ , 而忽视对经书

本身大义的理解。正如司马光所指责“专取记诵 , 不询义理⋯⋯诘之以圣人之

道 , 懵若面墙”⑩ ; 以及王安石所批评“徒以记问 (闻 ) 为能 , 不责大义 , 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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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蒙鄙者能之”�11 。特别是最受统治者重视的进士科 , �管也需帖经 , 试策、

论 , 但中唐以後 , “主司褒贬 , 实在诗赋”; 至北宋乃“专以词赋取进士”�12 。

其弊病就是 , 这些进士虽工诗赋 , “及使之从政 , 则茫然不知其方者 , 皆是

也”�13 。为了培养、选拔真正能临政治民人材 , 经王安石建议 , 宋神宗“罢诗

赋、帖经、墨义”, 规定应试者除论、策外 , 首先要“各占治 《易》、 《诗》、

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 一经 , 兼 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”, 而考以“大义”�14。从此

以後直到明清 , 虽在是否考试赋上小有反复�15 , 但经书必考“大义”这一制

度 , 却从未改变。帖经、墨义再也没有恢复。由此可见 , 科举考经义 , 绝非偶

然 , 而是长期统治实践证明 , 在培养、选拔人才上 , 它远胜帖经、墨义、诗赋

的结果。而考经义 , 重经义 (包括重 《四书》 义 ) , 正是就这一点言 , 一般认

为王安石改革乃明清八股文取士之滥觞�16 。

但王安石这次科举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仅於此 , 还在於规定应试者回答“大

义”, 在涉及对具体经文的理解上 , 实际上是引导、要求他们依据王安石等别

出心裁所作《三经 ( 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) 新义》�17 , 而不必再沿用汉唐以来

权威注疏 (如 《五经正义》 等 )。按王氏“新”义 , 盖有所本。一般认为其风

始於庆�年间 , 晁公武引“元皊史官”的话说 : “庆�前学者尚文辞 , 多守章

句注疏之学 , 至 (刘 ) 敞始�:诸儒之说 , 後王安石修《(三 ) 经 (新 ) 义》, 盖

本於敞。”�18 王应麟也说 :“自汉儒至於庆�间 , 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 , 《七经小

传》 出 , 而稍尚新奇矣 , 至 《三经义》 行 , 视汉儒之学若土梗。”�19 其实 , 这种

“以己意言经”之风�20 , 是社会进步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, 早在唐代已有

所萌芽。如开元年间元行冲便将前人魏徵改变 《礼记》 结构 , “芟砻”旧注所

编 《类礼》, 加以义疏 , 癨不过时机不到 , 被斥为“与先儒第乖 , 章句隔绝”,

不得行用�21 , 没有像 《七经小传》那样开一代风气 , 更没有像 《三经新义》 那

样幸运 , 颁於学官 , 影响科举罢了�22 。当然 , 就 《三经新义》 本身言 , 行用时

间�<不长 , 但它在庆�风气的基础上 , 由於自己的特殊历史背景与地位 , 却进

一步促进学术界思想的解放。从此 , 士人、学者不但敢於扬�1汉唐注疏 , 甚至

连整个经文也开始怀疑起来�23 。特别重要的是 , 《三经新义》 实际上等於一个

典范 , 促使後人有意无意地敢於结合当时政治、社会、人生的需要 , “以己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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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经”了�24 。冯友兰先生认为 , 唐 《五经正义》 等是“书斋中的一种知识”,

“是脱离实践的”, 而王安石的“新经义”, 则是“联�实践的”, 从此“开了一

种风气 , 为经学开�了一条新路”, 即注意结合当时的政治、社会、人生�25 。

这确为卓见。对明清科举所回答“经义”影响巨大的程颐、朱熹等对 《五经》、

《四书》之注解、释义 , 便是沿着这条新路走出来的。关於这一问题 , 因为还

涉及与程朱理学的关� , 所以需要联�历史背景一�=阐述。

我过去曾经写过一篇 《〈四书〉 传播流行的社会、历史背景》 的文章�26 ,

现把有关内容扼要介绍一下 :

由於社会经济、文化的显著发展 , 为巩固统治 , 和唐以前比 , 宋代的首要

任务已发生转化。在这以前 ,“自古帝王理天下 , 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”�27 ; 在

这以後 , 正如苏轼所说“当今之患 , 法令虽有未安 , 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 ,

失在於任人 , 而非法制之罪也”�28 。而在“任人”上 , 重点也从才�逐渐转向

品德�29。品德好的为“君子”, 处事着眼於整个统治利益 , 出以“公心”; 品德

恶劣者为“小人”, 处事着眼於个人利益 , 出以“私心”。统治集团内部的君

子、小人之争从此遍及於朝野上下 , 孰�,主导地位 , 成为统治是否能巩固的关

键所在�30 , 直至明清。朱熹把以“私心”处事之风叫“时弊”。他说 :“今世有

二弊 : 法弊、时弊。法弊但一切更改之 , 却甚易 ; 时弊则皆在人 , 人皆以私心

为之 , 如何变得 !”“法度尚可移 , 如何得人心变易。”�31 这便是宋代统治集团要

求“任人”由以往重才�转向重品德的明确反映。为了促使“人心变易”, 实

际上癨是促使统治集团 (首先是皇帝 , 其次是将相大臣 ) 和一般官员 , 以及其

主要社会基础广大士人的“人心变易”, 使能处事以“公心”代替“私心”, 适

应这一新形势下的统治需要 , 於是出现了程朱理学。它的形成有其从先秦以来

�杂的学术渊源 , 本身也有着�杂的理论体系和观点 , 主要是接受、继承�<将

儒家伦理学说提高到本体论高度进行论证 , 但核心思想则是宣扬“天理”�32 ,

全部学说的目的归根结底癨是为了解决“时弊”、“人心变易”问题 , 所以朱熹

说 :“圣贤千言万语 (实即程朱理学千言万语 ) , 癨是教人明天理 (树公心 ) ,

灭人欲 (灭私心 )。”�33

然而这一理学如仅作为程朱个人学说 , 影响不可能很大。程朱理学家的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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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之处在於 : 一面大量培养弟子 , �<在各种场合 , 通过各种方式 , 独立阐述自

己的观点 ; 另一面便是把自己一套学说�可能地依附於儒家经典上进行宣扬。

具体说就是沿袭刘敞《七经小传》, 特别是王安石 《三经新义》 以来“以己意

言经”之新风 , 去对儒家经典进行注解和释义。就 《五经》 言 , 程颐著 《易

传》, 朱熹著 《周易本义》, 还著 《诗经集传》; 来不及进行的 , 则直接间接让

理学弟子辈等去完成。如朱熹命弟子蔡沈著 《书经集传》�34 ; 元代与朱熹有传

承关�的陈贜著《礼记集说》�35 。又两宋之际“学出程氏 (颐 )”的胡安国则著

《春秋传》�36 。特别重要的是 , 朱熹还在程颢、程颐研究基础上 , 创造性地提出

既全面体现所谓 《五经》 修身齐家、治国安邦基本精神 , 而又简明扼要 , 易为

广大士人理解、掌握的 《四书》�37 , �<着意为之章句、集注、释义。

所有这些新注解、释义 , 最大特点就是总体上体现了力图宣扬程朱理学的

精神。因而不可免地存在以下问题 : 从文字训诂言 , 可能未必正确 , 有的甚至

完全错误 ; 从所释大义言 , 可能未必符合 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 本义。此处试举一

典型之例。如 《大学》 第一句 : “大学之道 , 在明明德 , 在亲民 , 在止於至

善。”对“明明德”, 郑玄注“谓显明其至德也”, 很实在 , 符合先秦两汉一般

理解。而朱熹却训释说 : “明德者 , 人之所得乎天 , 而虚灵不昧 , 以具众理而

应万事者也。但为气禀所拘 , 人欲所蔽 , 则有时而昏。然其本体之明 , 则有未

尝息者。”“明明德”就是要使人“有时而昏”的“明德”, “复其初也”。�<说

如达到“明明德”、“亲 (新 ) 民”、“止於至善”三“纲领”, 就可以“尽夫天

理之极 ,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”。这�所谓“气禀”、“人欲”、“天理”等 , 全

是程朱理学的用语与内涵�38 , 其相互关�又体现程朱理学的思想�39 , 与 《大学》

文字原义不尽相符。而且原文“亲民”, 朱熹竟依“程子 (颐 )”说 , 改为“新

民”, 这“�<没有版本上的根据”, 是“以意改”, 後遭到明王守仁的批驳。其

原因就是为了迁就自己一套学说�40 。类似之例 , 甚至有为此歪曲、否定历史事

实的。如清皮锡瑞就宋儒 《尚书》 注释评论说 : “宋儒解经 , 善於体会语气 ,

有胜於前人处。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⋯⋯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 , 悬

断千载以前之故事 , 甚至凭恃臆见 , 将古事做过一番。虽其意在维持名教 , 未

为不善。然维持名教亦癨可借古事发论 , 不得翻前人之成案。”�41 近人钱玄同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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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说 :“宋儒所言经义 , 大都是将他们自己底学说套在古经底身上 , 无论好坏 ,

总之十有七八非古经所本有。”�42

�管如此 , 由於这些注解、释义毕竟在 《三经新义》 之後 , 注意结合政

治、社会、人生 ,“其意在维持名教”, 符合时代需要 , 符合元明清王朝在意识

形态领域推崇程朱理学 , 力图培养、选拔能“明天理 , 灭人欲”, 处事以“公

心”代替“私心”统治人才的需要 , 所以从元代开始 , 明清继之 , 法定科举考

“经义”, 必须以前述程朱等的注解、释义为根据�43。元仁宗便说 : 科举省诗

赋 , 考“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 以程子、朱晦庵注解为主 , 是格物致知 , 修己治人

之学。这般取人呵 , 国家後头得人材去也”�44。

同时 , 如前所述 , 《四书》 简明扼要全面 , 特别是又经朱熹着意注释�45 ,

更集中地体现了程朱理学精神 , 适合明清王朝巩固统治需要 , 其所以後来科举

逐渐重 《四书》 义 , 主要原因当在於此。

当然 , 说从宋代开始“任人”重点转向品德 , 因而科举重视体现程朱理学

精神之“经义”尤其是 《四书》 义 , �<不意味各王朝选拔人才就不再重视才�

了 , 关於这一问题 , 後面还要讨论。

以上表明 , 在十九世纪西方民主、科学大量传入前 , 科举主要考“经义”,

在制度上比考帖经、墨义、诗赋更符合选拔人才的需要 ; 而阐述“经义”规定

必须以程朱等的注释为依据 , 则反映在内容上考程朱理学 , 更符合元明清新的

历史时期选拔人材的需要。这也就是说 , 以阐述“经义”为考试内容 , 历代之

制 ,“莫善於此” (明何良俊语 , 见前 )。

附带解释两个相关问题 :

1. 宋明陆、王心学虽与程朱理学在世界观和修养方法上不同 , 但归根结

底也着眼、致力於培养、提高统治人才的道德品质 , 要求去私欲 , “致良知”,

同样符合新时期的统治需要 , 所以明代中後期王学�会十分流行。不过心学由

於主观唯心主义本质所限 , 强调自我内心修养 , 对 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 没有注释

或没有系统、权威的注释�46 , 而科举需要客观标准 , 自我内心修养的高下 , 是

无法准确衡量的�47 , 这就是为甚麽元明清科举在制度上一直用程朱等经书注释

考“经义”, 即使王学流行的明中後期也无法例外的原因 , 也是陆王心学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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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远不如程朱理学的原因 , 同时也反衬出程朱理学家的高明。

2. 清乾嘉学派倡汉学 , 贬宋学 , 自有其历史、社会原因。他们运用文字

音韵、训诂等考据方法 , 抓住宋儒包括程朱理学家解经中这一方面粗疏、错乱

之处 , 匡谬正误 , 切实批判 , 进而发扬光大这一学风 , 使儒家经学以及史学等

有关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, 在学术史上的确业绩辉煌 , 彪炳後代 , 然而与

科举史却毫不相干。因为如前所述 , 自宋以後科举选拔人材重点已逐渐转向道

德品质 , 而乾嘉学派特点癨有琐碎考证�48 , �<无提高人才道德品质的系统理

论 , 实际上是在引导经学返回如同唐 《五经正义》 等那样 , 脱离政治、社会、

人生 , 成为“书斋中的一种知识” (冯友兰先生语 , 见前 ) 的老路 , 而不符合

当时科举的基本需要 , 这就是为甚麽�管乾嘉学派著作汗牛充栋 , 王朝科举仍

规定 , 继续以宋学、以程朱等经书注释为依据 , 考“经义”的原因。

二

下面讨论“代圣贤立言”。

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 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, 但阐述经义之角度却要求“代古

人语气为之”, 即“摹圣人之言 , 不敢称引三代以下事 , 不敢出本题以下之

文”�49 。这也被叫做“代圣贤立言”。

为甚麽要作此规定 ? 这要从宋代讲起。宋代考试经义 , 本癨要求应试者根

据所习经书内容及权威注疏回答 , �<无“代圣贤立言”的限制。可是在科举制

的推移中 (包括 《三经新义》 行用的中止 ) , 逐渐产生了严重弊端 , 最主要的

就是应试者平日�<不认真阅读经书及注疏 (因考经义 , 无死记经文、注疏之要

求 , 见前) , 体会其精神实质 , 等到考试拿到题目後 , 信口开河 , 胡乱联�後

代历史或当时现实 , 发表新奇见解 , 旨在哗众取宠 , 打动考官 , 争取中第。

北宋末毕仲游已指出 : 当时考经义之弊是“治经者不问经旨之何如 , 而先

为附会之巧。一章之中有十意 , 一意之中有十说⋯⋯反破五经之正论 , 而强纳

以佛老之说。圣人之旨 , 几芜没而不见”�50。

南宋朱熹批评更尖锐 : “近年以来 , 习俗苟偷 , 学无宗主。治经者不复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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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 , 但⋯⋯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 , 以意扭捏 , 妄作

主张 , 明知不是经意 , 但取便於行文 , 不暇恤也⋯⋯主司⋯⋯反以为工 , 而置

之高等。习以成风 , 转相祖述⋯⋯名为治经 , 实为经学之贼。”�51 “後生辈违背

经旨 , 争为新奇 , 迎合主司之意 , 长浮竞薄。”�52

怎麽办呢 ?朱熹建议 :“今欲正之 , 莫若讨论诸经之说 , 各立家法 , 而皆

以 (汉唐) 注疏为主。”�53 同时兼用若干宋人 (如胡瑗、石介、欧阳修、程颐

等 ) 注疏 ,“令应举人各�,两家以上 , 於家状内及经义卷第一行内一般声说 ,

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 (此即“家法”) , 而旁通他说 , 以辨其是非 , 则治经者

不敢妄牵己意 , 而必有据依矣。”�54 朱熹还说 , 这就是要应试者“直论圣贤本

意”�55 。而要做到这一点 , 朱熹认为 , 首先要在学习经书时把经书内容钻研成

如同自己讲的 , 想的 , 方能体会其精髓。他说 :“学者观 (经 ) 书 , 先须读得

正文 , 记得注解 , 成诵精读。注中训释文意、事物、名义 , 发明经指 , 相穿纽

处 , 一一认得 , 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 , 方能玩味反复 , 向上 (此指觉悟、领

会 ) 有透处。”“看正文了 , 却着深思熟读 , 便如己说 , 如此方是。”�56 “大抵观

书 , 先须熟读 ,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; 继以精思 , 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,

然後可以有得尔。”�57

由此可见 , 早在南宋 , 朱熹已提出要应试者在认真体会经文和注疏精神的

基础上 ,“直论圣贤本意”的建议 , 目的就为了解决当时士人束书不读 , 考试

时违背经旨 , 胡乱发挥 , 哗众取宠之弊。由於要求言必有据 , 不许“妄牵己

意”�58 , 如能这样阐述经义 , 实际上已接近“代圣贤立言”了。

在这一类思想影响下�59 , 当时也有了类似“代圣贤立言”的文章。清梁盓

说 :“至代言口气、八股对仗 , 虽备於前朝 , 其实南宋杨诚斋、汪六安诸人已

为之椎轮 , 至文文山则居然具体。”商衍鎏说得更细� :“文文山 (天祥 )‘愿

比死者一洒之’文 (按语见 《孟子》) , 顺语气 , 按题位 , 已启明文代言口气之

风。若杨诚斋 (万里 ) ‘国家将兴 , 必有祯祥’文 (按语见 《中庸》) , 点题後

用‘以为’二字起 ; ‘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以从我’文 (按语见 《孟

子》) , 点题後用‘谓’字起 , 更类於代言口气。”�60

这样 , 既有了强调“直论圣贤本意”的论述 , 又有了类似“代圣贤立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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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章 ; 再加上金代同样存在宋代科举的弊病 , 而要求阐述圣贤本意�61 , 经过

元代对程朱理学的推崇 (见前 ) , 发展到明初 , 在朱熹阐述经义“不许妄牵己

意”精神影响下 , 科举正式规定“代古人语气为之”, 就水到渠成 , 是很自然

的�62。

这�要指出的是 , 前引魏禧所说阐述经义不许涉及三代以下历史之限制 ,

同样源於北宋 : 王安石进行科举改革 , 为使应试者专意阅读经书及 《三经新

义》, 後来逐渐形成“经义禁引史传”之例�63。为弥补此缺陷 , 宋徽宗时蔡嶷

等列奏 ,“欲望今後时务策 , �<随事参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”。宋徽宗本已同

意 , 可有一御史李彦章反对 , 上言以为经书是“先王之学”, 秦汉以下史书乃

“流俗之学”, 蔡嶷等之论 :“不使士专经 , 而使习流俗之学 , 可乎 ?”徽宗竟立

即取消原决定 , �<说如依蔡嶷等议 , “则士不得专心先王之学 , 流於俗好 , 恐

非先帝以经术造士之意”�64 。这就是说 , 不但经义禁引史传 , 连考时务策也不

鼓励联�历史。南宋初“後生晚辈往往不读史书”�65 , 这应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此後由於有识之士的反对�66 , 虽未再见科举强调“经义禁引史传”之例 , 但因

它毕竟有利於引导士人认真体会经书、传注精神 , 癨要能找到一结合点 , 使

“直论圣贤本意”与史学相互为用 , 而不相互排斥 , 就可以大胆地坚持行用此

例。这一结合点到明清终於被找到了。这就是在考试制度中虽然要求阐述经义

正文“代圣贤立言”, 自然不许涉及後代史事 , 但在正文之後写“大结”时却

可联�後代历史和当代现实。顾炎武说 : 经义“篇末敷演圣人言毕 , 自摅所

见 , 或数十字 , 或百馀字 , 谓之大结。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 , 以後功令益

密 , 恐有藉以自炫者 , 但许言及前代 , 不及本朝”�67 。清梁天池说 :“前明制义

每篇之後多有大结⋯⋯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⋯⋯明之中叶 , 每以此为关

节⋯⋯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为禁令。”�68 这样 , “代圣贤立言”难以联�後代历

史和当代现实 ,“自摅所见”的矛盾 , 通过“大结”便得到了解决 , �<且由明

初至清康熙年间行用三百多年。它至少说明 : 简单化地将“代圣贤立言”归之

为限制应试者的自由思想 , �<不符合明清科举立法意图和历史事实。相反 , 如

前所述 , 倒应承认 , “代圣贤立言”这一角度 , 是宋代科举改考经义以後 , 经

过长期经验积累 , 而规定下来的方法。在不影响“自摅所见”条件下 , 立法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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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主要是力图引导应试者认真钻研儒家经典 , 体会圣贤本意。清管世铭便说 :

“前人以传注解经 , 终是离而二之。惟制义代言 , 直与圣贤为一 , 不得不逼入

深细。”�69 而这正是前述朱熹关於熟读经典“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”, “使其意

皆若出於吾之心”言论在制度上的落实 , 目的就在於要保证所选拔人才能达

到、具备当时历史条件下�可能高的质量 , 作为官员接班人 , 为巩固明清王朝

统治服务。当然 , 由於种种原因 (主要是借以“自苩”, 通“关节”舞弊等 ,

影响所选拔人才质量) ,“大结”後来没有坚持下去 , 但这�<不妨碍应试者还可

於经义以外 , 通过其他考试项目 , 联�历史和现实 , 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因为明

清科举 , 乾隆中叶以前乡试、会试除主要考经义外 , 还要考“论”, 考“策”,

以至“判”、“诏、诰、表” (任选一种 ) ; 清乾隆後又增考“诗”�70 。其中“策”

明清都要求结合经史、时务论述 , 故也叫“经史时务策”�71 。这样 , 取消“大

结”後“代圣贤立言”不涉及三代以下历史与当时现实的缺陷 , 其实算不上多

大缺陷 , 因为在“策”中同样可以涉及 , 以“自摅所见”的�72。这些都说明 ,

对“代圣贤立言”, 应全面、历史地分析 , 而不应贸然否定。

三

最後讨论八股对仗。八股对仗 , 也就是文体“排比有定式”�73 。除破题、

承题、起讲等外 , 其格式一般需要四组文句 , 每组两个段落 , 相互对仗。因共

有八个段落即八股 , 故称八股文�74 。这种格式 , 早在宋代已萌芽�75 , 明初科举

正式定为制度 , 但要求尚不严格 , 宪宗成化以後方�最後定型�76 。因为应试者

为照顾排比对仗 , 所阐述经义内容易流於敷衍、空疏 , 早在明清已有人反对这

一文体�77 ; 而近人更以其限制士人自由表达思想 , 而予以批评、否定。

可是为甚麽这一文体前後能存在数百年呢 ? 原来 , 这一文体固有流弊 , 可

是对科举取士来说 , 它又有一个优点 , 就是对仗工稳与否 , 标准很具体 , 使考

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 , 容易判定高下 , 避免引起纠纷争论。这一

优点 , 表面看似乎是形式、技巧问题 , 然而在考生多 , 录取名额少 , 判卷时间

短的条件下�78 , 却是至关重要的。历史上的科举 , 从来都十分重视这一类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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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以唐、北宋为例 , 为甚麽逐渐主要以诗赋取士 ?固然 , 它反映一个士人的

才华 , 如南宋人所说 : 诗赋需“贯穿六艺 , 驰骋百家 , 拘以骈俪之制 , 研精覃

思 , 始能成章”�79 。但同时也还是因为诗赋要求的标准具体 , 考官容易掌握。

如宋仁宗行庆�新政 , 科举进行某些改革。四年三月乙亥正式下诏“进士

试三场 , 先策 , 次论 , 次诗赋”, 把诗赋放在次要地位�80 。可是一年以後就恢

复了旧制。上言建议恢复旧制的是杨察 , 理由是 :“诗赋声病易考 , 而策、论

汗漫难知。”他还说 :“故祖宗莫能改也。”�81可见宋代统治者一直如此认识。

宋神宗时王安石进行科举改革 , 试经义 , 废诗赋。苏轼对废诗赋提出�:

议 , 理由之一便是仅考经义策论 , “其为文也 , 无规矩准绳 , 故学之易成 ; 无

声病对偶 , 故考之难精。以易学之士 , 付难考之吏 , 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”�82 。

正由於当时经义尚“无规矩准绳”, 如後代八股对仗然 , 所以宋哲宗时刘挚又

说 : 经义之文“无所统纪 , 无所�括 , 非若诗赋之有声律法度 , 其是非工拙 ,

一披卷而尽得知也”�83 。

“无规矩准绳”这一使坚持经义取士者头痛的问题 , 经过摸索经验 , 到明

代逐步形成八股对仗 , 便得到了解决。清乾隆时有人上奏请废八股文取士制 ,

礼部议复主张维持旧制 (详见後 ) , 重要理由之一便是经义“范之以规矩准绳 ,

以密其法律”�84 。当年苏轼批评经义“无规矩准绳”, 现在有了 ; 当年刘挚欣赏

诗赋“有声律法度”, 现在八股对仗“密其法律”了。则大量经义之文 ,“其是

非工拙”, 自然也是“一披卷而尽得知也”。如果内容质量相等 , 而录取名额有

限 , 必须将一部分考卷黜落 , 则从文体上挑毛病就会是比较容易的。其所以在

八股对仗基础上後来又增加了一些附带的苛刻要求�85 , 主要原因亦在於此。当

然 , 这一文体�管有人高度赞扬�86 , 从总体上看 , 形式毕竟呆板 , 远非可灵活

表达思想的古文可比 , 如非功名利禄驱使 , 士人一般不可能对它有多大兴趣。

正因如此 , 八股文�会被有些人叫做“敲门砖”, “得第 , 则�之矣”�87 。在如

前所述科举应试者越来越多 , 录取名额有限等等条件下 , 这一文体其所以被�+

用 ,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�88 。癨要科举内容重在经义 , 而上述诸条件未发生

变化 , 则这一文体便是无法被废�1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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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综上所述 , 可以说科举以八股文取士 , 是宋代以後 , 特别是明清统治集

团 , 经过长期摸索 , 总结经验教训 , 最後确定、沿用下来的制度。其立法意

图 , 决不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 , 陷士人於愚昧无知 , 恰恰相反 , 正是力图以此

培养、选拔能掌握孔孟之道 , 程朱理学 , 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 , 作为官员 , 以

巩固自己的江山。当然 , 由於八股文取士之制本身也存在缺陷 , 加以行之既

久 , 流弊丛生 , 逐渐出现的危害有些也是惊人的 , 问题在於我们如何结合历史

背景 , 正确分析这些弊病 : 是立法意图、制度本身所固有的 , 还是“上有政

策 , 下有对策”所造成的 ?

八股文取士在明清受到指责 , 以为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导致士人不读经书 ,

不读注疏 , 癨顾揣摩考题 , 预先背诵请他人所作成文或已中式者之“程文”�89 ,

入场“撞太岁”, 如果恰好碰上 , 便抄袭一通 , 考中为官�90 。由於空疏不学 ,

往往临政乏术 , 笑话百出�91 。

可是这�<非八股文取士立法意图所在 , 也不是制度本身作此要求 , 恰恰相

反 , 大量史料证明 , 立法意图、制度本身全都力图避免这一弊病。

第一 , 第二节已讲到 , 明清科举主要考经义 , 同时还要考“论”、“策”、

“判”、“诏、诰、表” (任选一种 , 後废诏诰 ) , 清乾隆以後又增考试帖诗。这

些科目相互配合 , 目的就是力图使选拔的人材 , 除品德为主外 , 还要有“实

学”�92 , 即知识、学问渊博。关於这一指导思想 , 清黄中坚分析得很清楚 :“夫

先之以经义 , 以观其理学 (此指对经书义理的理解 ) ; 继之以论 (如论 《孝经》

等 ) , 以观察其器识 ; 继之以判 , 以观其断谳 ; 继之以表 (如给皇帝上贺表、

谢恩表等 ) , 以观其才华 ; 而终之以策 , 以观其通达乎时务。以是求士 , 岂不

足以尽士之才。士果有能与其选者 , 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 , 而佐理国家之

治 !”�93 这就表明 , 八股文取士之立法意图、制度本身 , 与不学无术而抄袭程文

之弊病 , 是完全对立的。固然 , 考经义在首场 , 考论、策等在二、三场�94 , 而

由於种种原因 (如君主重经义 , 特别是重 《四书》�95 ; 应试者多 , 判卷时间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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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) , 不少考官凭首场即定去取�96 , 这似乎对抄袭程文者有利。但必须看到 ,

这癨是风气 , 而�<非制度。相反 , 就统治集团指导思想言 , 是反对这种风气

的。如 :“顺治十六年定科场例 : 首场工而後场不称者 , 黜不与选 ; 首场平通

而二、三场博雅详明者 , �<与收录。雍正六年定试官必将後场试卷尽行细加校

阅 , 不得专重头场 , 忽略後场 ; 十一年上谕以二、三场策论 , 尤足觇经济实

学 , 乃向来士人多不留心 , 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 , 遂将策论滥收恕

取 , 不复加意阅看 , 殊非设科本意。”�97 咸丰元年 (1851) 礼部议复 : “臣等查

定例⋯⋯考官衡文合三场以定去取⋯⋯固不可先存定见 , 专重首场 , 使空疏者

得以侥癰。”�98 同治十一年 (1872) 上谕 : “闱中校阅文艺 , 本应三场�<重 , 不

得专重第一场。”�99 正因指导思想如此 , 在实际录取中兼重三场者大量存在。如

乾隆年间钱大昕主持山东乡试後所说 :“於 《四书》、经义观其学养 , 於诗律观

其才华 , 於论、策观其器识。所录之文不皆一格 , 所得之卷不皆兼长 , 要归於

有本有原 , 不使空疏蹈袭者得以滥厕科名。”�100 持类似态度考官不胜枚举�101 。这

就是说 , 统治集团的上述指导思想总体上说 , 是得到贯彻了的。

第二 , 君主下令明确反对抄袭、空疏学风 , 如明英宗“赐敕谕”: 要求士

人“先将圣贤经书熟读背诵⋯⋯讲解明白⋯⋯体而行之⋯⋯将来朝廷庶得真才

任用”。指责“有等生徒 , 不肯实下工夫 , 惟记诵旧文 , 意图侥癰出身 , 今宜

痛革此弊”�102 。清顺治时议准“试艺雷同剿袭 , 偶然癰中者⋯⋯立即黜革”�103 。

乾隆四十四年 (1779) 上谕指责“近时文风日坏⋯⋯无论经籍束之高阁 , 即先

儒传注亦不暇究心”, “惟取庸陋墨卷 , 剿袭賎詇”; 嘉庆二十年上谕指责士子

不认真读经书 , 但“抄撮类书 , 剿袭摭拾 , 冀图诡遇”�104。故清 《乡会试磨勘

例》 明白规定 :“全篇抄录旧文癰中者⋯⋯将本生黜革”�105 。为减少背诵、抄袭

他人之作 , 康熙九年、雍正元年还曾下令坊间私选、私刻程文“一概禁止”�106 ,

以逼使士人认真学习经书 , 反映统治集团为求真才之苦心。乾隆年间虽又弛此

禁 , 是由於他认为此禁使“大家名作 , 不得通行”, 士人因参考不到高水平文

章而眼界狭窄 , “因陋就简”。为提高士人经义质量 , 乾隆还特命方苞编选

“《四书文》 (後称 《钦定四书文》) 颁行 , 皆取典重正大 , 足为时文程式”;“�<

将入选之文 , 批抉其精微奥舕之处 , 俾学者了然於心目间”, 使“士子咸当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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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崇尚矣”�107 。这一措施绝无限定士人仅学习 《钦定四书文》, 而不读经史等书

之意 , 而是和明代以来由礼部选刻程文意图一样 , 反映统治集团另一方面苦

心 , 旨在使士人在学习经书、传注基础上 , 从中得到启发 , 洞悉“精微奥舕”,

写出高质量的经义来。也正因如此 , 乾隆还命令“将选定《四书》 文预贮内帘

(指科场阅卷之地 ) , 令考官知所程式”�108 , 也就是说 , 还要以此提高考官阅卷

质量。可见如果将抄袭、空疏学风主要归罪於王朝颁行 《钦定四书文》 等 , 显

然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第三 , 考官出题也力图防止上述弊病。如经常被否定八股文取士制者作为

愚弄士人手段之一 , 予以指责的截搭题�109 , 其实正是为了防止应试者臆测考

题 , 预先请人拟作或背诵已有程文 , “冀图诡遇” (嘉庆语 , 见前 ) , 而摸索出

来的。早在南宋 , 考官命题为“求出於举子之所不意 , 於 (经文 ) 所当断而反

连之 , 於所当连而反断之”�110 。此当即截搭题之萌芽。明清截搭题大量出现。

《制义丛话》卷二四称 : 出截搭题“前明即尚此巧法”, �<举一考题“以杖叩其

胫 , 阙党童子” (前句出 《论语·宪问》 四三章尾 , 後句出同篇四四章首 ) 为

例 , 指出“欲以杜钞录成文之弊”。卷二二又称 :“乾隆间会试、乡试题多搭截

及小题�111 , 盖避士子揣摩熟题也。”由於出此目的 , 故皇帝也不反对截搭题。

如同上书卷二二称“乾隆三年议准”, 如出熟题 , “士人⋯⋯或无从浚发巧思 ;

间出截搭题 , 则旁见侧出 , 亦足觇文心之变化”。後来又说这样出题是“避熟

取新”,“欲杜抄袭之弊”; 癨不过强调上下截搭“ (意思 ) 必联络贯穿 , 勿背於

理”而已�112 。上引“乾隆三年议准”也强调出截搭题“第必须意义联属 , 血脉

贯通”, 而反对“上下绝不相蒙 , 恣意穿凿 , 割裂语气⋯⋯”。如果割裂过甚 ,

考官则要受到处罚�113 。这些至少表明 , 出截搭一类的题 , 从统治集团主要指导

思想看 , 绝非旨在愚弄士人 , 是可以肯定的。

通过以上三点分析 , 必然产生一个问题 : 既然明清统治集团的立法意图 ,

以及由此决定的制度本身 , 是力图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材的 , 在科举发展过

程中 , 又是想方设法要矫正空疏、抄袭等流弊的 , 为甚麽这类弊病会产生、流

行 , 无法根绝呢 ?

早在南宋 , 朱熹已就类似後代明清的问题 , 发表意见 , 道中肯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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